行政執行法拘提管收與限制出境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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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乃我國新創之制度，而行政執行署、處設於法務部之下，亦為世界各國所僅見（引自：行政執行署署長林雲虎先生，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總則及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部分）研修小組會議紀錄及會議資料彙編（五）之序文），在我國立法泰半繼受外來法制之大環境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創制立法，可謂是中華民國法制史上唯一沒有仰賴他國鼻息太深的法律，是集合近十年來我國行政法發展之結晶，融合實務見解與學術理論的原創品，面對這一個獨創的制度，心情猶如喜獲新生的嬰兒，我們要細心苛護讓它成長，並期望它日後能光宗耀祖，使中華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再新增一頁光輝的歷史。
    本文基於上開認知下，以現行法的規定為基礎，就公法上金錢債權強制執行有關拘提、管收與限制出境部分，整理分析實務上所產生的問題，共分五章：第一章緒論：主要在闡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以為爾後各章鋪陳之基礎。首先我從工作與人民實際接觸經驗中，發覺國家對人民財產權剝奪，所引發的緊張關係，必須將行政執行法上抽象的法律概念，經由個案的解釋而建立一套行政執行的正當法律程序，來增強對人民之說服力。這個說服力的基礎，是建立在對人的關懷與暸解上，以解決人的問題為終極目標，所以本文採人本主義之研究法，由人之具體行為產生的個案出發，從對人的分析入手，來確定本文研究的路徑、範圍與陳述格式，也就是說，通過人的模式建構，來安排本文研究的基本框架。
    第二章管收制度之研究：之所以將其列在拘提與限制出境之前，主要係因管收係侵害人權最嚴重之執行行為，踐行程序嚴密，提列各章之前，以求醒目，並表重視。第一節管收之實體事由，從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導出管收除應具備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五項各款事由之ㄧ外，尚須具備兩個前提要件，即義務人確有履行能力及管收應為最後之手段。這樣的解釋在方法論上，是意圖運用憲法上基本權的效力，來改變行政執行法的解釋與適用，或從基本權利中抽繹出客觀的價值決定，使之「擴散」到行政執行法中，顯現基本權之擴散作用，在行政執行法實踐過程中所留下的痕跡。目前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五項各款管收事由最具爭議者，為第三款義務人隱匿或處分責任財產之時間點上，本文認為應以義務人知悉執行名義業以成立之後所為之隱匿或處分其責任財產，作為認定之標準；另第四款如何認定義務人拒絕或虛偽報告其財產狀況，也是一個認定的難題，例如義務人就應報告之財產陳稱：忘記了。或報告後經行政執行處提出事證，又改口陳稱：剛才講錯，時間太久記錯了。上述情形，義務人究竟有無拒絕或虛偽報告其財產狀況，本文提出期待可能性作為判斷標準。
    第二節管收之管轄法院，管收事件之管轄法院，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七項規定，以行政執行處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拘提、管收之管轄法院，違反訴訟法上之「以原就被」原則，本文以基本權限制問題檢驗三階層理論分析為架構，認基本權既以保障人民約束公權力為中心思想，在國家與人民之訴訟中，應以保護基本權主體為優先，故而認為，該條項規定違反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
   第三節管收程序之研究，對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四項再行管收規定之「有管收新原因發生」，從法律解釋有疑義時，應作有利基本權主體解釋原則出發，對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四項再行管收程序採嚴格解釋認為：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四項再行管收之規定，是對義務人及與其有一定關係之人進行第二次管收，性質上為另一個新的管收程序開始，要先回復義務人到未被管收前之狀況，重新踐行與第一次管收相同的程序，故必先釋放義務人，使其回復自由之身，再經命擔保、並限期履行程序，行政執行法第十九條第四項所謂「管收之新原因發生」，該等原因雖係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五項所列各款事由，但必須為獨立發生於第一次法院裁定後之原因事實，若屬第一次管收之原因事實繼續存在，或該原因事實係發生於第一次法院裁定前，而行政執行處疏未發覺即時提出，均不得謂為「管收之新原因發生」。

    第四節管收事件法院之審理，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五項僅規定，行政執行處向法院聲請管收之裁定，至於是向地方法院刑事庭、民事庭或民事執行處聲請，依刑事訴訟或民事訴訟程序審理，並無明文規定，目前由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審理的依據，為司法院依司法行政權，所發布之法院受理行政執行處聲請裁定管收應行注意事項第一點規定。這個司法行政命令規定的結果，使管收此種具實體爭議性之案件，以處理程序上不具爭議性之裁定程序審理，本文從基本權程序與組織保障之功能論觀點，對其提出合憲性之質疑。並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五八八號解釋意旨，建議將來修法應改由刑事庭審理，拘提案件依簡易判決程序，管收案件則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管收事件實務通說，向來以非財產權事件徵收裁判費，惟衡諸訴訟標的價額核定標準，非以訴訟標的本身為認定基礎，而係以原告「所有之利益」為準，既然是以管收為手段，迫使義務人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故管收事件應以財產權事件徵收裁判費，似較符合訴訟標的價額核定標準認定之原則。普通法院面對拘提、管收案件審理時，基於行政法院審判權與防止裁判矛盾論、行政處分構成要件效力理論、法律的抽象概念及其實踐經驗意義-法律適用之法理等三個理由，應不可再審查執行名義，但於拘提、管收案件審理時，法官面對一個依其學養確認違法之執行名義，又非其權限所能判斷審理，本文提出人本主義的思考作為。在抗告法院審理方面，本文針對拘提、管收在抗告程序中產生而有別於民事訴訟之處理與思維的特殊性問題，或者是僅在拘提、管收之抗告程序，才會出現的問題，提出諸多的討論與建議。
   第五節管收之對象（併論拘提與限制出境對象），首先指出目前實務作法為，凡是行政執行法未規定之對象，一律依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六條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在無法可據時，則透過行政執行署法規諮詢委員會集思廣益的討論作成決議，以供各行政執行處執行之憑據。本文則認為，以法律明定類推適用之準用方式立法，面對拘提、管收與限制出境，這個涉及憲法第八條人身自由保障之問題，似無不可，但在法治國家理念下是屬一種禁忌，更欠缺說服力，因而分別提出在文義解釋下採擴張解釋、從事物本然之理檢驗其正當性、法與時轉之詮解及實質負責人之概念等管見，作為現行實務運作之補充。
   第六節充實提詢制度內涵，主要係想調和學界與實務對管收事由得心證程度認定不同之衝突，以及化解外界對管收是「擄人勒贖，拿錢放人」之質疑，故行政執行處在義務人管收期間須有積極的執行作為，向法院提出之提詢報告，應說明為何被管收人有繼續管收之必要，法院要對提詢報告為實質審查。
 第三章拘提制度之研究：探討拘提之立法目的，拘提與管收同屬拘束人身自由之一種，依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須經法院裁定，行政執行處方得為之，兩者對人身自由之侵害程度尚屬有間，立法目的不同，義務人顯有逃亡之虞，則同為拘提、管收相同之事由，但基於兩者立法目的之不同，自不宜為相同之解釋。本文基於拘提制度之特性，綜合歸納整理各方見解，分別自拘提目的、拘提（管收）應踐行之先行程序、拘提事由、拘提時使用械具與侵入第三人住宅及拘提時準用刑事訴訟法搜索之範圍等，詳加論述。

對比較法上未曾出現，而為我國獨創之行政執行官暫予留置權制度，以口述的歷史資料，得知該制度的構想是，源自於刑事訴訟法第二二八條第四項但書之檢察官暫時性之強制處分，故應將其定位為一種緊急權限之行使，即如行政執行官暫予留置權之法源依據，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六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所謂略以：如任義務人離去，將使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遭遇重大困難。地方法院對於行政執行處先暫予留置後，再聲請管收之案件，在憲法第八條第二項「拘捕前置原則下」，應先依職權審查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六項規定「有聲請管收之必要」即有無暫予留置之事由後，再審查有無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五項各款所列事由，一旦發現無聲請管之必要性，即可不問有無管收之事由逕行裁定駁回行政執行處之聲請。
    第四章限制出境制度之研究：首先說明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僅規定「限制其住居」，解釋上為何能包括限制出境與限制出海，並從法條之文義解釋出發，對這個限制人民基本權的解釋，是否逾越母法文義可能性之範圍，提出檢討。對限制出境之要件，從行政執行法第三條之不確定法律概念運用，創設意圖逃避義務之主觀要件，並提出解除限制出境需提供相當擔保，其相當擔保之金額應從寬認定之理由。最後；就遭行政執行處限制出境後，被限制出境人依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聲明異議，不服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之決定，可否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對這個行政執行法上的爭議問題，實務及學說均以：我國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與奧地利行政執行法第十條規定，是採相同之立法例，以奧地利行政執行法規定，異議由省長為最後之決定，我國行政執行法第九條雖無明文規定對聲明異議之決定不得聲明不服，而從比較法的觀點，認我國法亦應採相同之解釋。本文則從行政執行法第九條之立法始末經過，發現民國七十五年版之行政執行法修正草案第九條條確是採奧地利之立法例無訛，惟行政院於八十年撤回上述草案，另提行政執行法重行修正案，改採強制執行法第十二條之立法例，而認上述實務與學者，可能誤用七十五年版之行政執行法草案之立法例，來解釋現行行政執行法之規定。又八十年版之行政執行重行修正草案第九條第二項對聲明異議之決定有「不得再聲明不服」之文句，惟遭立法院於二讀會審議時刪除，這個刪除的立法行為真（原）意為何？本文從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二六八號解釋、前大法官吳 庚教授見解及立法技術等幾個觀點的研究探討，認為係立法者有意識地否定「不得再聲明不服」之草案規範內容，行政機關即不得為與該否定內容相違背之行為，因而行政執行署以行政函釋方式，將行政執行法第九條解釋為不得聲明不服，似有牴觸母法之嫌。
    當前行政執行限制出境之作為，大致係仿照財政部對欠稅人依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規定辦理，而認為是一個多階段的行政處分，大多數實務與學者亦將其作為論述之舉例。本文從多階段的行政處分定義著手，比對行政執行處與財政部之限制出境程序，發現定義與實際作業情形並不相符，對這個少有人懷疑的舉例，進行辨正的闡釋，最後，在現行法制規範的基礎下，提出革新之作法。
    第五章結論：研究發現與建議。綜合以上各章所述，得出研究發現有三：（一）現行制度運作欠缺公法理論思維－準用強制執行法規定過於寬鬆。（二）拘提非屬法官保留事項。（三）當務之急應確立非刑事被告人身自由限制之法制等。並提出研究建議有十四：（ㄧ）管收要件之認定，除行政執行法第十七條第五項各款所列舉事由外，應再考量義務人是否「確有履行之能力」及整個執行程序是否已經走到「最後手段」之地步。（二）管收之管轄法院應以義務人接近使用法院為標準。（三）再行管收程序應從嚴解釋。（四）拘提、管收之法院審理組織與程序應重新思考。（五）管收事件裁判費之徵收應重新認定。（六）提詢制度有待充實。（七）行政執行官暫予留置權，應定位為緊急狀態下之權限。（八）暫予留置聲請管收案件法院應為二重審查。（九）命供擔保、限期履行與限制出境為拘提、管收之先行程序。（十）普通法院對聲請拘提、管收之案件不得審查執行名義。（十一）行政執行法第二十四條第四款之「負責人」涵義，應從實質觀點判斷。（十二）限制出境應創設意圖逃避義務之主觀要件。（十三）限制出境不服行政執行署聲明異議之決定應許提起行政訴訟。（十四）從比較行政執行與民事強制執行所追求之國家任務不同，建議行政執行之各種作為，不應處處仿照民事強制執行，更不宜輕啟拘提、管收與限制出境之執行程序。
     另外興起第六章附論，主要係因研究過程中發現兩個問題實務與學界矚目關心之問題。一是：是否存有依法令使人民負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名義，本文從現行法制與實務運作中，找出三個法條明文規定之實例，而迥然不同於通說採否定之見解。另一個是：行政機關得否以行政處分命人民返還公法上之不當得利，針對這個問題，本文則從行政程序法之立法史與立法資料及行政程序法性質論，得出行政程序法未有明文規定授權行政機關可以行政處分命人民返還公法上之不當得利前，應採否定見解。再從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觀察，公法上之不當得利並非該條各款所列舉（例示）之事由，依「列舉（例示）事項之末，所加之概括文句，不包括與列舉事項中明示事物相異之事項」的法諺，公法上之不當得利應不在行政執行法施行細則第二條各款所列舉規定之範圍內，不得作為行政執行之執行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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